
田陈馨是北京大学考古与博物馆专业 2019
级本科生。她是四川人，三星堆的青铜面具、青

铜神树、青铜立人等，都是从小熟知的文化符号，

但她从未想过自己有机会参与到三星堆的考古

发掘中。“三星堆于我的特殊，就在于新奇与熟悉

的交织。博物馆里常见的青铜器，第一次以出土

的形态出现在眼前。老师讲述的发掘方法、文物

保护技术，要在工作舱里应用于实践。我熟悉的

成都平原，3000 年前生活着怎样的先民？他们

如何发展出这样的文明？能有机会拨开迷雾接

近真相，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在三星堆考古队伍中活跃着一批田陈馨这

样的年轻人。

“那种喜悦之情会持续一整天”

2019 年 11 月 26 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在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勘探与发掘”田

野工作的过程中发现 3 号祭祀坑。通过系统性

勘探，又相继确认了另外 5 座不同规模的祭祀

坑，顺序编号为 4 至 8 号坑。2020 年 1 月，国家文

物局正式批复了对三星堆祭祀遗址进行主动发

掘的申请，确定了通过多学科的合作攻关方式，

以精细的工作预案、先进的技术支持、全面的信

息提取为理想的方案。 8 月底，配套的保护大

棚、4 座封闭式工作舱和各类现场分析实验室相

继建设完成。10 月 9 日，考古发掘正式开始。

35 家来自南北东西的考古文博以及与文物

保护相关的科研院校，共同组成了一支三星堆考

古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自该项目伊始，就

全面投入此次考古工作中。根据项目总体安排，

北 京 大 学 主 要 负 责 8 号 坑 的 田 野 发 掘 工 作 。

2017 级、2018 级、2019 级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

生以及 2020 级的博士后，十几位年轻的学子在

老师的带领下轮流参加考古发掘。

8 号坑位于三星堆祭祀遗址区的东南部，长

5 米，宽近 4 米，面积约 20 平方米，是三星堆所发

现的 8 座祭祀坑中体量最大的一座。经探测显

示，8 号坑可能埋藏有大量金属器物，一开始给

人的期待就非常之大。12 月 15 日，发掘工作正

式启动。第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逐步清理坑内

上层的棕黄色填土。在现场，我们以 60 厘米× 60
厘米的网格进行区块控制，每次以 5 厘米左右的

深度向下清理。对于暴露出的任何遗物，小至一

粒铜渣，都进行了激光定位测绘和三维扫描记

录，以确保每一件文物的出土状态、空间信息、层

位关系得到系统记录。

何 晓 歌 是 北 大 考 古 文 博 学 院 2019 级 博 士

生，曾经参与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遗址、陕

西宝鸡周原遗址、陕西澄城刘家洼遗址的调查发

掘。在她看来，三星堆此次考古所采用的保护大

棚、封闭式工作舱和各类现场分析实验室，虽然

少了之前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或“风餐露宿”

的浪漫，但多了严谨和精细，每个人更像一名科

技工作者，“每天在恒温恒湿的工作舱中穿戴整

齐地发掘、取样和记录，一丝不苟，井井有条，这

样的训练让我们受益匪浅。”

2019 级本科生刘惠昀说，这次考古让我们

明白，只要是做考古，哪里都是第一现场，记录、

采样、绘图等基本功样样都得过硬，“工作的内容

其实仍然脱不开考古发掘固有的繁琐、枯燥。最

开始做记录、采小件时还十分兴奋，而在大量的

机械式重复下，那种新鲜感就开始减少。在探方

里跪着挖土后膝盖痛了很久，之后即使垫上护膝

再进行作业也仅稍稍缓解；在地上坐着写记录，

一坐就是一天，屁股也痛得不行。即使如此，在

能够跟上老师的思维了解各种发掘方法的利弊、

在辨认出地层关系时，在第一次发掘出小小一粒

铜渣时，那种喜悦之情会持续一整天。”

还是要取决于现场的判断

春节过后，新一轮考古开始。

2021 年 2 月 26 日，在 8 号坑向下清理填土的

过程中，坑内东南部暴露出第一件可辨识器型的

青铜器。经专家们确定为用于悬挂铜铃、龟背形

挂饰的支架，这种支架极有可能原本是悬挂在神

树一类的大型青铜器上的附件。大家兴奋起来，

后来越来越多的遗存出现，都在表明 8 号坑内的

大量文物可能来自于青铜神树。

3 月 10 日开始，在 8 号坑东半部分逐渐暴露

出较为密集的大体积红烧土块。我们意识到，这

些红烧土块可能来自于被烧毁的某种人工设施

（如建筑、墙体等）。虽然在视觉感受上，它们无

法与精美的青铜器、金器相比，但所能提供的背

景信息独特且关键，也提醒我们在后续发掘中更

加注意对可能存在的建筑类遗存的辨识。

果然，3 月 16 日，大家又在祭祀坑中部发现

了一段炭化的木料。经过多天的清理，最终确定

这是一根长约 1 米、直径在 12 厘米左右的木料。

多位北大的专家都认定这根不起眼的木料在后

续检测中的重要性。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碳 14
测年创始人之一的原思训先生，专门向在发掘现

场的北大考古队发信息，提醒在后续的取样和检

测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重要事项。

纷繁耀眼的文物，往往掩盖了考古人员在考

古现场面临破碎的古代堆积时的挑战。此次发

掘尽管拥有前所未有的高技术装备的加持，但处

理现场遗迹的关键，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工作人员

的分析和判断。

强大的团队为前方提供支持

和学生们一起工作的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

强大的教授团队。孙华教授是此次整个三星堆

考古工作的学术顾问。陈建立教授是冶金考古

专家，参与出土金属遗物的分析、研究，负责组织

协调考古发掘队的总体工作；还有负责系统测年

的吴小红教授、从事商周考古研究的曹大志副教

授、科技考古专家崔剑锋、新石器考古和田野考

古数字化专家张海副教授……年轻的考古队员

经常会在工作开始前和老师们一起讨论，提前做

好各类预案，以便在清理过程中，根据堆积状态

的不同调整发掘方法。

3 月 17 日开始，在 8 号坑西北角清理至距坑

口约 90 厘米深度，土色和包含物开始出现明显

变化，棕黄色填土层以下新暴露出了黑色的灰烬

层，夹杂有大量的炭屑、烧骨渣，这意味着我们即

将进入新的堆积层位和新的工作阶段。

蔡宁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 2020 级博士后，

从 2011 年进入山东大学学习考古学至今，正好

10 年，算考古队伍中的“老新人”了。从本科到

研究生，他先后在济南大辛庄遗址、陕西周原、郑

州东赵遗址参加过数次发掘，但本次三星堆发掘

还是给他带来全新的体验。毕竟对单纯的器物

坑进行发掘尚属首次，他白天在现场发掘，晚上

抽空就学习三星堆 1、2 号祭祀坑厚厚的考古发

掘报告，还有各种相关的论文，收获满满。

3 月 18 日，在 8 号坑西北部发现了多件保存

完整但被挤压变形的小型青铜器，通过对比辨

识，发现 3 件带有扉棱装饰的铜铃。这种铜铃的

形制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中的铜铃有着高度

的相似性，反映出中原与蜀地在音律方面的共

性。接着发现多件石戈，其中一件长约 35 厘米，

宽约 10 厘米，属于大型礼器，这可能是在填埋过

程中有意识的集中抛置。

进入 4 月，在 8 号坑的东南区域发现了一处

较为集中的玉石器倾倒堆积，出土了超过 20 件

玉石器，包括石戈、石矛等。特别是在紧邻祭祀

坑南壁位置，发现一件玉牙璋，长约 25 厘米，玉

料受土沁后呈紫红色，这也是此次三星堆祭祀发

掘中，发现的第一枚完整的玉牙璋。在二里头遗

址所代表的夏王朝晚期，牙璋是核心礼器，辐射

四周。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乃至香港南丫岛都

有发现，在三星堆这里发现也不奇怪。

4 月 16 日，考古队已经完成了对 8 号坑灰烬

层的整体堆积形态揭露，发现了高密度青铜器碎

片、金箔、玉石器等遗物。在灰烬层表面的绝大

部分青铜器都在填埋前被有意识地打碎，破碎度

很高，且不少经过了火烧。神树的枝杈、青铜树

叶、黄金树叶等精美文物陆续出土。黄金树叶是

之前的器物坑未曾出土过的，大家不由得想象它

原来的位置和功能。

在三星堆现场，学子们也感受到了网络传播

的力量。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 2017 级本科生张

梦婷，在实习季参加过平粮台遗址的发掘和研

究。她认为，三星堆遗址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它一

定程度上处于“半已知”状态，1986 年的发掘经

验 30 多年后的今天可以参考，程序设计因而更

加精细严谨，大大减少了考古现场的“不可逆”可

能造成的遗憾。“大众对三星堆的兴趣也使得此

次考古在公众层面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即时信

息的传播缩短了过去田野工作成果转化为大众

信息的时间差。”

高度精细化的发掘方式意味着三星堆的考

古发掘将是极为漫长的过程，这需要现场考古精

神长期高度集中。让我们时刻保持严谨和专注

的不仅是现场每一次精美文物的发现，更是内心

深处对于这项抽丝剥茧探寻文明的“特殊经历”

的珍爱。

（作者为在三星堆进行考古的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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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治水活动源

远流长，治水活动常常

以“水利”之名概括。“水

利”一词可以在司马迁

的《史记》中找到。

公元前 132 年，自战

国时代即屡屡为患的黄

河在瓠子（今河南省濮

阳 市 西 南 方）决 堤 。 23
年后，汉武帝亲临决口

现场，指挥将军以下文

武官员背负工程材料进

行封堵，其中就有时任

郎中一职的司马迁。这

一特殊经历，直接促使

他在《史记》中开辟《河

渠书》一章，梳理自大禹

到汉武帝时代，中华先

民防治水患、开发利用

水资源的壮阔历史，并

使用了“水利”一词。

众 所 周 知 ，现 代 中

国的许多行业与学科名

称，转译或借鉴自外来

词汇。即便其词源来自

古代汉语，古今含义大

多已迥然不同，如经济、

物理等。然而，“水利”

一词，则与司马迁在《史

记·河渠书》的意义保持

了 相 当 的 一 致 性 。《史

记·河渠书》记述的重点

是西汉王朝特别是汉武

帝继位以来的一系列治

水活动，包括瓠子堵口、

长安至潼关一线的运河

工程、沟通汉水与渭水

流域的山地运河建设构

想、今山西西南部与关

中平原东部等处的灌溉

渠道建设等。司马迁以

较详细的笔墨介绍了决

策背景与建成后的实际

效益：“自是（瓠子堵口

成功）之后，用事者争言

水利。”司马迁时代“用

事者”所争言的“水利”，

其实包含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即以黄河干流

沿岸为代表的洪水治理、以运河修建为主的河

道整治以及以渠系建设为核心的灌溉事业。时

至今日，防洪、河（航）道治理与灌溉，依然是现

代水利事业的主要内容。

早在司马迁之前，关于防洪、河（航）道治理

与灌溉活动的文字记录，已见于各类文献中。

防洪方面，春秋末期成书的《左传》记载，齐国在

抵御晋国进攻时曾“堑防门而守之”，学者认为

这里的“防”就是济水南岸的防洪堤坝。河（航）

道治理方面，被普遍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

书》，在《禹贡》一篇里记载了大禹疏浚开凿各地

河道的情形。灌溉方面，《诗经·小雅》中的《白

华》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的一句，这里很可

能是人工渠道的意思。文献记载，可与考古发

现中不断揭示的中国早期治水成就的遗址、遗

迹相互印证。在司马迁笔下，防洪、河（航）道治

理与灌溉，三者统一于“水利”之名下，并由此赋

予“水利”一词以明确的内涵，故现代中国水利

行业长期把《史记·河渠书》作为“水利”一词的

来源。

在司马迁之后，“水利”一词的使用情况有

所变化，在很多时候特指灌溉。如唐代杜佑编

纂的《通典》中，于《食货典》下设有《水利田》一

门，专门介绍历代渠道与灌区建设。北宋王安

石变法时曾专门颁布“农田水利法”，此处“水

利”亦特指灌溉。事实上，防洪、河（航）道治理

与灌溉，往往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司马迁对

此有清晰认识，故将三者统一于“水利”之名

下。这与现代水利行业的有关认识极为相近。

今日广义的水利事业与水利学科，更增加流域

管理、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景

观营造等内容，各分支内容之间的交叉融合日

益深入。可见，西汉时的司马迁在写作时已经

既注意到治水事业内涵的丰富性，更注意到其

内在的统一性。

汉武帝时代的防洪、河道治理与灌溉工程，

规模已经远远超过芍陂、都江堰、郑国渠、灵渠

等早期水利工程，耗费的民力物力自然也变得

巨大。司马迁意识到，水利事业可以给人民和

国家带来巨大的收益，为此付出一定的人力物

力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成本与效益

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水的“利”，既是指水作

为资源的“利”，更是指治水活动带给国家和人

民的“利”。

今天，中国水利事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

就 ，这 是 中 国 治 水 历 史 符 合 逻 辑 的 延 续 与 发

展。重温司马迁“水利”一词蕴含的深刻内涵，

是有意义的。

（作者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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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而对于中国

丝绸博物馆技术部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来说，从杭

州到拉萨，一次次奔波，根本来不及欣赏美景，心

中惦念的只有大量悬挂于殿堂或尘封于库房的

急需保护的纺织类文物。

为加强文物保护科技援藏工作，提高西藏文

物保护科技能力，2014 年 10 月 11 日，国家文物

局重点科研基地西藏联合工作站在西藏博物馆

正式成立。中国丝绸博物馆主动请缨，对口布达

拉宫、罗布林卡、西藏博物馆和西藏考古研究所，

开展纺织品文物科技援藏。作为中国丝绸博物

馆文物保护的主要部门，技术部身先士卒，远赴

高原，开展科学研究、保护修复、人才培养。

中国丝绸博物馆先后承担了西藏博物馆、罗

布林卡管理处及布达拉宫管理处 7 项纺织品保

护修复项目。在修复项目的同时，通过“以修带

培”的方式培养西藏本地文物修复人员。

唐卡多为实用品，长期陈设于殿堂之中，历

经岁月的磨洗，在相对有限的保存环境下，产生

了不同程度的病害。纺织品科研基地在接受罗

布林卡对其中 3 件急需保护唐卡的修复委托后，

即组织团队赶赴拉萨进行现场信息采集，随后编

制保护修复方案。

3 件 唐 卡 的 主 要 病 害 在 于 所 用 裱 布 的 破

损。裱布为藏青色地妆花缎，其经线多处区域性

断裂，造成妆花缎遍布破损。为此，修复采用传

统针线缝合的物理修复方法，即选用与地部织物

相同材质和颜色的素绉缎，裁成与裱布相同的形

状，在不破坏唐卡整体结构的前提下，将地杆部

分打开，以最小干预将素绉缎衬于裱布之后，采

用相应针法将两层织物缝合，以起到加固文物的

作用。

这是中国丝绸博物馆在前期修复唐卡的基

础上总结出来的科学有效的加固方式。

西藏博物馆的一件柱幡修复难度尤其大。

柱幡由多块缎料拼接而成，分上、中、下三段。下

段主体为黄色地折枝花卉纹金宝地，占幡长的一

半还多，两侧幡手为红色织金缎，均破损严重，其

经线断裂率超过一半，局部纠缠打结，糟朽脆

弱。修复时，需先将散乱的纱线逐根仔细梳理定

型，这是一个漫长而耗费精力的过程。每梳理一

段散乱纱线后，便用与经线材质风格一致的丝线

予以钉缝固定。修复的过程犹如为织物添加了

一整套经线。而对于两侧的幡手，由于不光缺失

经线，且纬线多有断裂，所以在整理纬线的基础

上，又采用了透明的真丝织物绉丝纱，覆于理好

的织物上，以起到全方位的保护作用。

布达拉宫的天篷是体量最大的两件纺织品

文物，长度近 9 米，宽近 2.5 米，面积达 20 余平方

米。由于长期使用，天篷受到严重污染。修复前

需要先对天篷进行除尘和清洗。天篷为面料与

衬里缝合而成，体量偏大，为免褪色又不能浸水

清洗，只能分区域逐块对面料和衬里实施清洁。

修复时，亦是按区域缝合加固，并采用卷绕的方

式，将加固后的部位卷起，逐步向前推进，直至修

复完成。

2020 年 9 月，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组织专家对

中国丝绸博物馆所承担的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项目进行了验收。至此，以楼淑琦为首的中国丝

绸博物馆技术部克服了重重困难，付出了艰辛的

努力，圆满完成了“十三五”期间所有援藏项目。

丝丝缕缕的修复过程，是充满智慧的技艺薪火相

传的过程，考验了修复保护人员的功力、体力和

耐力，更传递出对文物的敬意。

格桑花儿开
周 暘 王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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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何晓歌与柯晓雯（右）在做三维

扫描前的清理检查。

图②：8 号坑出土的青铜容器残片，纹

饰精美繁复。

图③：8 号坑出土的之前从未见过的黄

金树叶。

图④：同学们在考古现场的合影。

版式设计：赵偲汝

图为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修复团队在拉萨修

复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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